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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整理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依序邏輯演繹、綜合歸納，據

以建構出學校行政人員霸凌行為的概念模式，並且以三場焦點團體座

談進行質性的分析。座談成員包括學者專家、行政人員及未兼行政人

員共三場，以多元與持平的觀點檢視討論。本研究結論包括，學校行

政霸凌概念多元，分別對被霸凌者身心狀況與組織整體效能有直接影

響，次者在前者和後者之間具有中介影響。另外，霸凌者與被霸凌者

的人格特質、學校領導風格、學校工作壓力、學校組織文化以及學校

組織變革等六個變項，在因果變項之間具有調節效果。最後，本研究

提出學校行政霸凌在學校行政與領導之啟示及未來建議。

關鍵詞：學校行政、霸凌行為、焦點團體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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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期以來，國內人人聞「霸凌」色變，層出不窮的「校園霸凌」（school 

bullying）事件，一再登上媒體版面，不僅教育行政當局疲於奔命，教師

壓力激增，社會各界也憂心忡忡，校園霸凌儼然成為全民關注之治絲益棼

的複雜難題。然而隨著校園霸凌的高度聚焦，社會另一種實質存在且情

況普遍的「職場霸凌」（workplace bullying），卻似乎長期為人所忽略或

不願嚴肅面對。事實上，校園霸凌與職場霸凌都是一種「霸凌」，一種強

欺弱、眾暴寡，造成當事人身心嚴重傷害的行為。差異在於前者發生於未

成年的學生族群之間，後者則是見諸於成年人工作場所，此外，相較於校

園霸凌中肢體霸凌的高發生率，職場霸凌有其「文明」或「細膩」的運作

方式，通常不會涉及直接的肉體傷害。但無論如何，霸凌就是霸凌，職場

霸凌對於被霸凌者的自尊、身體與情緒健康、工作甚至家庭的負面影響無

以復加（Duffy, 2018; Einarsen, 1999; Glambek, Skogstab, & Einarsen, 2018; 

Ryan, 2016; Vickers, 2010），臺灣近年新聞案例屢見不鮮，例如強迫老師

配課所有科目，導致壓力極大影響受教權等（許展溢，2016），這些皆如

同校園霸凌的防不勝防、惡性循環，職場霸凌不可否認亦是組織內一項具

破壞性但又必須正視的議題。

倘若結合一般組織脈絡或行政架構，職場霸凌無庸置疑乃以「權力」

跟「權威」為主要憑藉，利用職場互賴關係中雙方所具有的權力差異或權

力失衡（power difference or power imbalance），由占優勢者對劣勢者，

或是管理者對被管理者做出故意、挑釁、傷害性的行為。而權力的一個主

要來源即是組織所正式認可的行政權威，其在權力架構中先入為主且師出

有名，相關研究顯示，上司對下屬的職場霸凌是最普遍且嚴重的現象，其

對員工所形成的心理壓力、痛苦和創傷實超乎常人想像（Lutgen-Sandvik, 

2006; Rayner, Hoel, & Cooper, 2002; Yamada, 2000）。簡單的說，職場霸

凌雖然也不無可能有類似校園霸凌般的「同儕霸凌」型態，但較具殺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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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受害者覺得無助的，絕大多數是具有權力的主管階級或具有行政影響

力的同事，長時間經由情緒性言語侮辱、不合理的工作要求或特意地剝奪

被霸凌者的應有福利待遇，使其感到挫折、被侵犯和孤立，甚至心生恐

懼。因此，本研究所定義的一般學術上與實際所謂職場霸凌者，概指後者

而言—主管和同事具權力或行政影響力優勢的霸凌。

據此，肇因於衝突雙方的實質權力不平等以及行政影響力的潛在不對

稱，職場霸凌已非屬單一個案或突發狀況，而是長期積累和重複發生的現

象，雖然 1980 年代即受到學術界重視（Yildiz, 2007），歐美也已開始研

究此一問題（Ryan, 2016; Sheehan, 2015），並開始關注於教育工作場域

與型態的影響（Misawa, 2015; Misawa & Rowland, 2015），但國內針對職

場霸凌的研究不多，目前教育領域雖已有相關研究，比如探究校長不當督

導影響信任與幸福感（蔡進雄，2015），但仍為少數。以美國為例，至

2003 年才有 Blase 和 Blase（2003）發表第一篇從教師觀點探討校長「不

當對待」（mistreatment）的質性實徵論文，然後Blase、Blase和Du（2008）

才又接續之前研究主題，發表第二篇大規模的線上問卷調查，證實以校長

為職場霸凌者的「行政霸凌」（administrative bullying）不只存在，而且

並不罕見。此兩篇文獻仍幾全援引「職場霸凌」（workplace bullying）相

關研究為基礎，作者視相關名詞意涵的趨同殆無疑義。職是之故，目前國

外職場霸凌研究已不斷興起，且聚焦於人格特質、生理、心理與組織情境

等組織行為變項的影響，反觀教育為國家發展之本，從「反教育」的觀點，

可幫助學校行政的省思（林志成，2001），瞭解學校的「不滿意」效應，

也有助於學校領導者全體觀照、強化信諾與合作（陳成宏，2008b），因

此本研究即希望能探究國內學校行政人員霸凌概念與影響脈絡，以奠定後

續系統性研究的基礎。

承上述，國內對學校行政人員霸凌研究仍未成形，如能透過職場霸凌

概念切入，深入理解其霸凌行為，分析各種可能路徑發展、相關變項的

因果關係和影響，即可藉此理解學理概念，以及實務上學校行政與領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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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立公平、正義且友善職場環境的參考，此為本研究核心價值。但誠如

Blase 和 Blase（2003）所言，要在帶有保守性格的學校行政體系內從事

「行政霸凌」研究，對於其政治敏感性、個人隱私性和內部支持性的挑戰，

得有心理準備。然而，問題隱私敏感並不代表不能碰觸，缺乏內部支持亦

不意味不可揭露，因為「欲求最佳，必須先瞭解最差」（to know the best, 
we must first regard the worst）。同時，質性研究有助於理解人們生活，並

論及許多社會實踐經驗（Silverman, 2016），所以本研究考量主題特性，

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強調文獻探討與概念分析的相容及對比，據以著手概

念模式探討，最後再以焦點團體座談進行模式內涵分析與佐證。依此，本

研究之核心目的為：

一、探究建構學校行政人員霸凌行為的概念模式。

二、探究影響學校行政人員霸凌行為的不同因素。

貳、文獻探討

一、職場霸凌的意涵

根據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調查，五成以上勞工曾遭受職場霸凌，以言

語霸凌最為普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2012）。美國「職場霸凌學會」

（Workplace Bullying Institute [WBI], 2017a）調查發現，上司的霸凌仍屬

主要來源，近六成以上民眾曾感受到職場霸凌。Rayner 等人（2002）的研

究亦顯示高達 70 ~ 80% 的職場霸凌為主管所為。質言之，職場霸凌不僅

普遍而且很難脫離權力的運作脈絡，霸凌者與被霸凌者的權力互動，毫不

遮掩一路主導職場霸凌的特徵和定義敘說；權力關係和行政影響力的交互

作用，同時使得職場霸凌更為幽微與具威脅性。

一般說來，與職場霸凌相近的說法還包括，職場暴行（mobbing）、

騷 擾（harassment）、 威 脅（threat）、 野 蠻（incivility）、 不 當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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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behavior）、不當對待（mistreatment）、心理虐待（psychological 
abuse）、負向人際行為（negative interpersonal behavior）等用語。Namie
和 Namie（2011, p. 5）即以人際間持續性負向行為來解釋霸凌，從不尊

重開始至逐漸產生和緩霸凌，然後發生濫用身分地位威脅的中度霸凌，

最後導向生理暴力造成受害者的絕望、自殺等。而被霸凌者除了「受害

者」（victims）之名稱，還常以霸凌者的「目標物」（target）一詞替

代。職場霸凌典型被定義為，基於權力不對等或行政優勢，而以長期不

間斷騷擾、侵犯的方式對特定對象進行社交性的排擠或負面性影響其工

作表現（Einarsen, Hoel, Zapf, & Cooper, 2011, p. 22）。美國「職場霸凌

學會」認為職場霸凌乃是一或多個加害者（perpetrator），以口頭虐待

（verbal abuse）或威脅、羞辱、恐嚇甚至破壞等行徑，來對霸凌目標物施

以殘害身心、干擾其工作的不當對待，屬於重複性並會危害健康（WBI, 
2017b）。在行政院勞動部（2014）「職場霸凌行為檢核表」中，也提到

霸凌指標包含孤立部屬、吹毛求疵、給部屬過重工作、批評努力等。以此

看來，構成職場霸凌的要件主要是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持續性、故意的、

不適當、不合理、不公平對待，以及重複出現的行為模式。

職場霸凌對於個人所帶來的身心痛苦無法形容，甚而殃及被霸凌者的

家人和好友；對於組織所造成的負面後果也難以衡量，無可避免連帶拖累

組織效率，摧毀員工士氣、組織承諾和安全感（Einarsen, 1999; Glambek 
et al., 2018; Vickers, 2010）。具體而言，伴隨職場霸凌所可能產生之憂鬱、

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如

同漣漪效應（ripple effect），將從心理反應擴散到生理疾病，再進而擴散

到被霸凌者的家庭生活；因為職場霸凌所型塑出充滿敵意的工作環境，就

像波浪效應（wave effect），一波一波強勁襲來，漸層波及個人、團隊、

單位與部門，最後甚至會摧毀整個組織運作（Hutchinson, Wilkes, Jackson, 
& Vickers, 2010）。

援引主流看法，本研究對職場霸凌之典型定義為：「基於權力不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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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以長期不間斷騷擾、侵犯的方式對某人進行社交性的排擠或負面性

的影響其工作表現」；而對應上述，學校行政霸凌則定義如下：「在學校

教育現場之中，具有權力的主管階級或具有行政影響力的同事，長時間經

由情緒性言語侮辱、不合理的工作要求或特意地剝奪被霸凌者的應有福利

待遇，使其感到挫折、被侵犯和孤立，甚至心生恐懼」。緣此，學校行政

人員係指在教育現場，具有權力的主管階級或具有行政影響力的同事。

二、職場霸凌的基本概念

因為職場霸凌屬於新興概念，所以本研究以其意涵為基礎，發現基本

上即隱含了「投入、過程、產出」的線性思維，也就是「原因、行為、影

響」三層面，本研究依此進而探討基本概念，以更全面理解特性。

（一）職場霸凌的發生原因

關於職場霸凌的發生原因不一而足，從個人主觀敵意（personal 
antagonism）、私下帶頭報復、社交性制裁，到純粹以霸凌作為管理手段

等都有可能（Agervold, 2009）。職場霸凌動機有時係指出自於人際間侵

犯意圖，比如控制慾、復仇感、權力展示和強化自我意象（self-image）
（Ballard, Argus, & Remley, 1999; Yamada, 2000）。也有人將職場霸凌歸

因於組織結構和文化氛圍所造成，例如組織中權力差異，還有組織成員

霸凌知覺（Branch, Ramsay, & Barker, 2007; Olsen, Bjaalid, & Mikkelsen, 
2017）。依此，職場霸凌原因可能涵蓋個人主觀認知、成員間的恩怨衝突

和組織多元客觀情境，Hoel 和 Salin（2003, pp. 203-204）即提出三個模組

觀點來加以說明：第一，職場霸凌與加害者和受害者的人格特質有關；第

二，職場霸凌和組織內成員互動狀態有關；第三，職場霸凌跟組織本身工

作環境或脈絡有關。上述均顯然包含個體人格特質、團體成員互動與組織

脈絡面向觀點，而無論原因為何，職場霸凌中的互動雙方，其處境和所握

籌碼必有高下強弱之分，具權力者占盡優勢即是顯然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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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場霸凌的行為表現

職場霸凌的一般判別標準在於其重複、長期、無故、有意的權力濫用，

讓被霸凌者感受到不舒服、不合理和身心受傷，有些甚至是經過霸凌者縝

密計畫以避開法定申訴、賠償或懲罰的詭詐手段。換句話說，職場霸凌的

形式可能是身體上的、體力上的、情緒上的、心理上的、人際關係上的、

個人空間以及職務或權力上的（行政院勞動部，2014；Ryan, 2016; Safe 
Work Australia, 2013; Wiedmer, 2011），其具體表現如：1. 公開辱罵或冒

犯的語言；2. 破壞被霸凌者的私人財產或工作設備；3. 拒絕准假或剝奪被

霸凌者應有的福利待遇和權利；4. 不合理地加重工作負荷；5. 拒絕工作上

必要的在職進修或受訓申請；6. 刻意冷凍或給予窒礙難行的工作指示；7. 
吹毛求疵，將小事放大扭曲；8. 臨時交辦事項或突然縮短工作時程，讓被

霸凌者措手不及；9. 拒絕承認被霸凌者的工作表現和貢獻；10. 散布錯誤

消息或惡毒的謠言；11. 鼓動同事將被霸凌者孤立、邊緣化；12. 在未犯錯

之情形下，強迫被霸凌者離職或以身體狀況不佳為由提早退休。

（三）職場霸凌的負面影響

職場霸凌對於被霸凌者所產生的身體症狀計有：頭痛／偏頭痛、盜汗、

心悸、噁心、胃不適、高血壓、失眠、精神不濟、食慾不振；而所造成的

心理效應包括：情緒崩潰、恐慌症、沮喪、缺乏自信、喪失自尊、注意力

不集中、迷糊茫然、孤僻，以及具自殺傾向。尤有甚者，上述的身心煎

熬連帶影響被霸凌者的私生活領域，因為波及家人而衝擊其親子和婚姻關

係（Bilgel, Aytac, & Bayram, 2006; Cooper, Hoel, & Faragher, 2004; Yildiz, 
2007）。

職場霸凌對組織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在於：1. 降低生產效率和效能；2. 
傷害公司形象和名聲；3. 員工士氣低落、感情不睦、忠誠度不夠；4. 員工

和主管之間缺乏信任和尊重；5. 增加公司法律訴訟和賠償費用；6. 曠工、

病假、離職率上升，大幅增加招募和培訓人事成本（Rugulies et al., 2012; 
Yildiz, 2007）。同時，職場霸凌的影響，尚包括組織結構的重組、組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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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等（Salin, 2003）以及不同的組織文化等相關因素（Faas, 2016）。

歸納上述，職場霸凌的原因包括人格特質、團體互動與組織脈絡等，

行為表現與負面影響也包含生理、心理、人際、組織等複雜面向，進言之，

職場霸凌潛藏霸凌者行為、被霸凌者身心情形、人格特質、團體、組織等

相關要素。再從互動脈絡來看，職場霸凌的原因、行為與負面影響，不僅

是簡單的線性關係，彼此之間為動態互動，並可能存在不同的影響效果。

三、學校行政霸凌的影響途徑

從基本概念得知職場霸凌的相關要素與影響概況，本研究再以一般職

場與教育場域的研究為底，進行教育行政霸凌影響途徑的深入剖析。

（一）學校行政霸凌對被霸凌者和組織的影響

職場霸凌對被霸凌者的身心健康具有嚴重的負面衝擊，除了生理、心

理所承受的長期煎熬，其家人、朋友也無辜受累，最後常是被霸凌者迫

於無奈選擇離職，卻也進一步衍生更多社會問題（Agervold & Mikkelsen, 
2004; Cooper et al., 2004）。其中，由行政人員（上司或老闆）施予的語

言／非語言的凌遲虐待情形和頻率更是屢見不鮮。一般認為，行政霸凌指

涉一種行政人員的違犯（transgression），帶有欺騙、壓迫、自私、冷酷、

漠視意涵的敵意行為，而且特別是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情境中滋生坐大

（Hornstein, 1996）。

據此，教育組織的「下行職場霸凌」恐亦難以完全擺脫此種脈絡發展，

易言之，學校行政霸凌對被霸凌者將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根據 Riely、
Duncan 和 Edwards（2011）一項針對澳洲全國中、小學教職員所做的大

規模線上問卷調查研究，學校中的「權力失衡」的確與霸凌現象密切相

關，最經常發生的即是高階行政人員和校長對教職員的霸凌，而且在超

過 800 名的填答者中，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身心健康情形受其所遭遇的

學校霸凌影響」。另一項 Blase 等人（2008）所進行的美國教師遭受校長

「不當對待」的網路實證調查中，總共 172 位上網作答的高、中、小學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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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料分析顯示，受試者面對行政霸凌所具有的前十種反應依序為，壓力

（90.7%）、怨恨（80.8%）、憤怒 （75%）、不安全感（70.3%）、不公

不義感（70.3%）、自我懷疑（68%）、焦慮 （65.7%）、無力感（64.5%）、

沈默寡言（64%）和苦悶（64%）；此外，甚至還包括有酗酒、嚴重過敏

與氣喘、抽煙、胃潰瘍以及濫用藥物等行為症狀。

由此看來，毫無疑義地，學校行政霸凌對被霸凌者的個人身心狀況具

有負面影響，而且受害者的被霸凌知覺愈高，其個人身心狀況將可能愈

差。此種影響應屬一種直接衝擊，教職員被行政霸凌的親身感受，會對當

事人或「苦主」身心造成程度不一的實質傷害。

職場霸凌對組織的整體效能也具有反向效應。此種效應較明顯者如

曠職、替代成本、產能下降、調查委屈所耗費的成本等（Hoel, Sheehan, 
Cooper, & Einarsen, 2011)。簡單地說，職場霸凌所造成的高工作不滿意度，

將使得曠職率和離職率大增，進而連帶影響組織各個層面表現，其對組織

的殺傷力既深且廣。倘若將此脈絡連結至教育組織，可以合理推論其結果

當亦無二致。Keashly 和 Neuman（2010）在其對於高教組織內的教職員

研究中即主張，霸凌會負向影響校內及系所的正常運作、破壞同事間的和

諧相處與學術研究，加深外界對其之不良觀感，還有整個學習環境也會因

此淪為犧牲的祭品。所以說，學校行政霸凌對組織的整體效能實具有負面

影響，教職員的被霸凌知覺愈高，組織的整體效能當愈差。依上述，可知

學校行政霸凌對個人身心狀況、組織的整體效能皆有其影響，詳如圖 1 中

的路徑 A 所示。

另外，學校行政霸凌與組織效能間的負向關係還可能受到個人身心狀

況變項的中介作用。基於心理、生理相互影響的一般推論，被霸凌者因為

身心壓力煎熬致行為舉止違常即屬合理，不足為奇。根據 Hutchinson 等人

（2010）的職場霸凌多向度模式實證研究，霸凌行為對受害者的身體健康

有直接影響，而後者又因此干擾其本人的工作表現。Riely 等人（2011）
也認為教職員對組織內的霸凌知覺導致其生理與心理的負面傷害，從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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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教師績效與學生學習，甚或不得不走上辭職一途，此不啻顯示受害者的

身心狀況在霸凌與組織整體表現間的中介作用。承上，如圖 1 中的路徑 B
所示。

（二）學校行政霸凌者和被霸凌者人格特質的調節作用

職場霸凌的一個重要分析途徑即是從個人人格特質入手，因此霸凌者

和被霸凌者無疑成為主要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典型的霸凌者通

常被描述成權力慾強、報復心重、具侵略性、專橫傲慢、沒有人緣、不

善溝通、孤僻冷漠以及社會失調（social misfit）（Rhodes, Pullen, Vickers, 

圖 1　學校行政人員霸凌行為的概念整合模式（修改前）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註： 路徑 A　　 路徑 B　　 路徑 C　　 路徑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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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gg, & Pitsis, 2010）。Wiedmer（2011）整理出潛在職場霸凌者的輪廓

側寫，包括：1. 雙重人格（Jekyll and Hyde nature）—表面上彬彬有禮，

私底下陰險多疑；2. 故作鎮定、假裝自信以遮掩內心的不安全感；3. 無法

分辨領導和霸凌之不同，總將其混為一談；4. 支配控制狂；5. 一旦被要求

多做說明，則矢口否認或立即反擊。由此看來，職場霸凌者的人格特質雖

然多樣，卻也存在若干相近的共通點，此種性格特徵愈強烈，霸凌行為愈

容易出現，當然，被霸凌者受害的機率也愈高。而教育組織仍屬職場之一，

成員形形色色思想個性迥異，即便本職學能臻於一定水準，具霸凌性格特

徵者恐難以篩檢排除，學校行政霸凌自亦難以杜絕發生。質言之，學校行

政霸凌者的典型人格特質在其霸凌行為與受害者身心狀況之間，當具有調

節作用，霸凌者的典型人格特質愈凸顯，被霸凌者受害的程度恐將愈深。

同樣地，職場被霸凌者有其所謂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特點，

例如缺乏自信、柔弱焦慮、過度敏感、逆來順受、溝通不良、脾氣暴躁等

（Rhodes et al., 2010）。此外，另有一說認為天生喜愛打小報告，或是具

有強烈正義感習慣大鳴大放、揭發組織內不當情事者，也容易成為霸凌者

的「目標物」（Wiedmer, 2011）。據此合理推論，被霸凌者的某些特定

性格可能陷其於被霸凌的高風險群，一來，如果太過順服，「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可能誘發霸凌者潛在「劣根性」，無辜無端受辱；二來，倘

若個性焦躁易受激怒，轉而主動挑釁上司同事，亦可能激發霸凌者內心的

「鬥志」，招致兇狠報復；最後，要是自詡為正義之士，四處爆料不避諱

隱匿身分，將有可能無心釀禍，引發眾怒。教育組織成員專業背景趨於同

質一致，但個人脾氣與價值選擇南轅北轍，特異行事風格因此易與學校行

政霸凌牽扯掛勾，置自身步上霸凌受害者之險途。申言之，被霸凌者的特

定人格特質在學校行政霸凌與受害者身心狀況之間，當具有調節作用，被

霸凌者的特定人格特質愈凸顯，其受害的程度恐亦愈深。循此，詳如圖 1
的路徑 C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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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相關因素對學校行政霸凌的調節作用

由於職場霸凌乃發生於工作組織內，因此合理推論組織的各類因素應

與霸凌行為有關。簡言之，組織不只是霸凌發生的場所，同時還可能對整

個霸凌過程有所影響，組織面臨內外壓力的交相作用，恰使之成為孕育衝

突、侵略霸凌行為的溫床。Hoel 和 Salin（2003）即歸納出四項與職場霸

凌相關的組織因素：1. 由於新資訊科技引入或公司合併等所造成的權力移

轉和職場改變；2. 由於工作壓力和績效要求，或是角色職位衝突所形成的

組織變化；3. 組織文化，特別是縱容霸凌的文化；4. 領導風格，尤其是偏

於獨裁（autocratic）的領導。以下即對此四項組織變項加以探討，同時，

亦歸納如圖 1 的路徑 D 所示。

1.	組織變革因素的調節作用
首先，組織變革過程可能造成資源、權力的重分配，既得利益者心有

不甘而主動挑釁、宣洩不滿；也有可能是之前失勢者重新掌權，大肆整肅、

進行秋後算帳；或者是純粹調整適應不良，導致行為脫序、衝突時起（陳

成宏，2008a；Fullan, 2001）。參酌 Hoel 和 Salin（2003）實證研究，則

組織變革之所以與霸凌行為有關，或許是以上三種可能之一所造成，而更

複雜一點來說，也許是三種可能同時交相發酵。依此看來，組織變革所隨

之而來的反功能也可能左右霸凌發生的頻率跟力道，而教育組織變革除了

展現正面意涵，對上述負面效應亦恐難以避免，必得多加小心提防。

所以，組織變革因素在學校行政霸凌與受害者身心狀況之間，當具有

調節作用，組織變革所具有的反功能愈強，行政霸凌愈容易發生，被霸凌

者受害的程度愈深。

2.	工作和角色壓力的調節作用
其次，組織的工作要求與工作環境也會影響霸凌的次數和強度。

Zapf、Knorz 和 Kulla（1996）所做的研究顯示，霸凌受害者自認為較無權

掌控本身的工作時數，同時較容易感受到團體績效的壓力，較快造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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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怠（burnout）。Hoel 和 Cooper（2000）明確指出，受霸凌程度和工作

壓力正相關。Vickers（2001）主張，職場霸凌的發生和不合理的工作要求

有關。Vartia（1996）也發現，相較於未被霸凌者，職場被霸凌者對於自

己的職務分際、職務影響力、職務角色定位常感模糊不清，以致會焦躁不

安，過度反應。Agervold 和 Mikkelsen（2004）則認為，被霸凌者比未被

霸凌者知覺更高的角色衝突、工作壓力，更低的角色界定、工作控制。同

理可推，在教育場域內，隨著工作壓力與內容的難度增加，工作範圍的釐

清即愈顯必要，責任歸屬的追究即勢在必行；倘若角色不清、事權不明，

繼之而生的衝突、緊張將與時俱增，隨之而來的爭功諉過、鬥爭傾軋將愈

演愈烈，居權力弱勢的一方亟可能成為替罪羔羊，或被當作發洩報復之對

象（陳成宏，2008a），可以想見，行政霸凌將更容易被誘發和失控。

適度推演，工作壓力因素在學校行政霸凌與受害者身心狀況之間，當

具有調節作用，工作壓力愈大，霸凌愈容易發生，被霸凌者受害的程度愈

深；與之同時，角色壓力因素在學校行政霸凌與受害者身心狀況之間，當

具有調節作用，角色壓力愈大，霸凌愈容易發生，被霸凌者受害的程度愈

深。

3.	組織文化的調節作用
再 來， 根 據 Einarsen、Raknes 和 Matthiesen（1994） 的 研 究， 職

場被霸凌者受害於不良的組織社交氣候（social climate）、組織文化

（organizational culture） 的 程 度 顯 著。Hoel 和 Cooper（2000） 也 證

明，若與未被霸凌者做對照，被霸凌者通常感受到較差的社交氣候。

Quine（2001）以及 Vartia（2001）皆發現，職場霸凌跟不良的組織氣候

（organizational climate） 有正相關。Harvey、Treadway、Heames 和 Duke
（2009）則進一步指出，職場霸凌和組織內的文化，以及對於多元性低容忍

（little tolerance to diversity）的次文化有關。

綜合上述，包括組織文化在內的相關概念可能在職場霸凌的過程中產

生影響。在 Einarsen 和 Skogstad（1996）的研究也有相似佐證，其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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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歸為霸凌與被霸凌者身心健康關係之間的保護性調節因素（protective 
moderating factor）。一般來說，社會支持代表人際間的一種良性互動，

組織成員的尊重、關心可以使當事人獲得實質和情緒上的幫助；此種社會

支持將有助被霸凌者安撫情緒、抒解壓力、重新振作，進而加強個人因應

困境的能力。依此而論，社交氣候的良窳和組織文化中對霸凌容忍度的高

低，也可能如社會支持一般，成為霸凌過程中的一個調節機制。如果學校

中的同儕社會支持度高，社交氣候很正面，對霸凌容忍度低，即便行政霸

凌者具有權力差異優勢，在其萌生霸凌意圖時必當會有所忌憚收斂，而學

校同儕被行政霸凌時，或許居於權力之先天劣勢，但亦能在遭受壓力與痛

苦時，有適當管道予以抒發。

職是之故，組織文化因素在學校行政霸凌與受害者身心狀況之間，當

具有調節作用。社會支持度愈低，社交氣候愈負面，霸凌容忍度愈高，霸

凌愈容易發生，被霸凌者受害的程度愈深。

4.	領導風格的調節作用
主管權威或獨裁的領導方式（authoritarian/autocratic leadership style）

咸認也與職場霸凌有關（Agervold, 2009; Einarsen, Hoel, Zapf, & Cooper, 

2005）。Agervold 和 Mikkelsen（2004）以及 Hoel 和 Cooper（2000）的

調查研究皆顯示，領導風格愈是獨裁權威，受害者的被霸凌知覺愈強烈。

此一看法無疑又與「行政權力」的運用方式難脫干係。通常，權威或獨裁

式的領導乃強調以權力威勢為基礎，由領導者自己做決策，只重績效而忽

略員工情緒與福利，緊迫逼人、主觀批評、有功獨享、有過推託（張潤書，

2009），所以一旦上司的領導風格流於權威獨裁，其將有更大的權力空間

上下其手，從而加深行政霸凌的負面效果。以學校為例，如果行政主管慣

行權威或獨裁的領導風格，則要是又像 Blase 和 Blase（2003）的研究脈

絡一般，由校長親下重手，對教職員工施予「不當對待」，如此火上加油、

互相加乘之下，行政霸凌情勢將更難回頭，此類領導風格在學校行政霸凌

與受害者身心狀況之間當具有強化的調節效果。所以說，領導風格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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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霸凌與受害者身心狀況之間，當具有調節作用。主管的領導風格愈趨

近於權威或獨裁，霸凌愈容易發生，被霸凌者受害的程度愈深。

以上分從學校行政霸凌對被霸凌者和組織的影響、學校行政霸凌者和

被霸凌者人格特質的調節作用，以及組織相關變項對學校行政霸凌的調節

作用等三大區塊，經由理論與實證研究的整理，依序發展出學校行政霸凌

的整合論述。此一論述雖然源於各自推演，展現學校行政霸凌相關變項的

不同因果、干擾路徑，卻又適時匯集合流、適度連結，協力搭配組合成學

校行政人員霸凌行為的概念模式。此外，除了概念模式本身的中介、調節

變項之外，本研究另行加入行政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的年紀、性別、服務年

資、教育程度，還有學校規模與學校歷史等個人和組織背景變項，俾利於

後續的量化統計控制分析。簡言之，本研究進一步假定，個人和組織背景

變項在概念模式中可能具有另一層套的「前置」（antecedent）作用。圖 1
即為學校行政人員霸凌行為的初步概念整合模式。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流程與方法

本研究核心目的包括探究學校行政人員霸凌行為理論內涵及整體模

式，依據研究目的劃分為兩個階段。首先以文獻分析合理推演初步模式內

涵，最後再以焦點團體座談進行佐證分析及討論。

（一）焦點團體座談

焦點團體具有多種功能，可以協助研究者釐清研究方向，蒐集較深

入、真實意見，並用來驗證研究結果正確性（吳清山、林天祐，2005），

近年來已有相關研究依此取向，進行模式或假設的實徵檢證（陳成宏，

2014），因而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法，以之分析討論新興的概念模式。然

後，參考 Krueger 和 Casey（2008）的流程觀點，先進行試訪。再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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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霸凌多屬一潛在衝突現象，常人對此多半隱晦不語，如將校長與教師置

於同一場合對話，恐將影響其真實表達的意願，因此採以成員同質性為標

準進行分組。研究參與者共分成學者專家（教育行政專長）、兼任行政領

導者（校長、主任、督學、科長），以及教師暨行政人員（教師、科員）

三組，以每組 5 人方式召開三場座談，座談前研究者均親自向委員說明本

研究之霸凌意涵及概念，再對應學理及實際經驗表達，避免對話失焦。並

依據 Morgan（1997）所提出之漏斗式策略（funnel strategy），以逐漸聚

焦的原則編擬訪談大綱，訪談方向以文獻探討所建構之模式為主，題目則

包含半結構與開放性問題，共同問題類型與座談綱要如表 1 所示。

二、研究對象及資料編碼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選取 15 位成員作為研究參與者（如表 2），其中，

專家學者均為教育行政學術專長，代表性為深入理解現場脈絡；兼任行政

領導者則為歷練豐富的現職督學、科長、校長及主任，代表性在於均曾接

觸教師申訴或危機處理事件；而教師則多曾榮獲師鐸獎、相關教育獎項推

薦，或具接觸霸凌相關經驗者，代表性為教學經驗豐富、表現獲同仁信服，

能以持平觀點看待霸凌事件。本研究期望透過不同角色在教育現場經歷的

觀點，充分收集並理解學校行政人員霸凌行為之相關概念，藉此萃取符合

教育情境之模式內涵。而資料編碼例如「E0305」代表 E 委員於 3 月 5 日

座談發言紀錄，其餘依此類推，實徵文本則採用 ATLAS.ti 軟體進行分析。

表 1
焦點團體問題類型與座談綱要

問題類型 座談綱要

開放式 介紹焦點團體意涵、何謂學校行政人員霸凌行為？

引導式 學校行政人員霸凌行為的觀察與經驗回顧

關鍵式 遭受霸凌時對身心狀況及整體組織效能的影響為何？

遭受霸凌時，人格特質與組織相關因素的影響為何？

結束式 學校行政人員霸凌行為模式的整體適切性為何？其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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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信實度

信實度（trustworthiness）是質性分析過程中的重要概念（Elo et al., 
2014），共包括信賴性、轉移性、可靠性及確認性，分別可建構內在效度、

表 2
十五位參與焦點團體座談成員的背景簡要概述

代碼 專長
專業身分

服務年資
特質表現

A 教育

革新

專家學者

（7 年）

教育革新專長，發表多篇教育思辨研究，並曾與老師合作，推動

教學革新。

B 教育

領導

專家學者

（25 年）

擔任過中小學教師及督學、課長，長期投入行政工作，並專精於

學校領導。

C 教育

行政

專家學者

（15 年）

致力國際教育革新研究，也關注教學現場人際互動之相關議題。

D 學校

行政

專家學者

（32 年）

學校經營專長，曾擔任中學教師、督學等職，具學校及教育行政

服務歷練。

E 教育

行政

專家學者

（17 年）

現職大學行政主管，專長組織行為及教育政策，長期聚焦於教育

改革。

F 教育

視導

教育處督學

（15 年）

擔任過科員、督學，並走訪多所學校，曾擔任校長評鑑委員，關

注學校行政等議題。

G 教育

行政

教育處科長

（10 年）

已於教育處服務多年，歷練科員，曾協助處理校園衝突，具豐富

實務經驗。

H 學校

經營

國小校長

（36 年）

致力於語文教學、教學創新，專長教育政策與學校經營，本身具

教育學博士學位。

I 學校

行政

國小校長

（20 年）

曾榮獲校長領導卓越獎，著重學校創新經營，倡導教師有效教學

與多元學習。

J 學校

行政

國中主任

（17 年）

曾榮獲特殊優良教師及優秀學務人員，處理多項校園事件，在正

向管教、危機管理有豐富經驗。

K 創新

教學

高職導師

（12 年）

曾榮獲師鐸獎，專長數學教學及科展指導，在班級經營成效卓

越，深受同事肯定。

L 補救

教學

國小教師

（18 年）

曾榮獲全國 Super 教師獎，專精於作文教學、補救教學，績效卓

著。

M 班級

經營

國中教師

（10 年）

曾擔任教師申訴評議委員，致力班級經營、親職教育。

O 教育

行政

教育處科員

（4 年）

擔任教育處科員，負責輔導管教等工作，並實際參與統合視導業

務。

P 課程

教學

國中老師

（17 年）

曾榮獲特殊優良教師，指導社團成績優異，擔任縣輔導團員，專

長藝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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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效度、信度及客觀性（Lincoln & Guba, 1999）。本研究參酌 Morrow
（2005）觀點，透過包括三場不同專業背景參與者的焦點團體之三角驗證，

以建立信賴性，並著重參與者意願和依據脈絡如實紀錄以建立轉移性，同

時進行同儕及外部人員檢核以建立可靠性，最後透過參與者檢核來建立確

認性，盡可能避免時間差所產生的落差。

四、研究倫理

本研究遵守研究倫理原則（林天祐，2005），確保研究參與者的權益。

首先，研究者對於研究場域與對象展現尊重的態度，不予以操作破壞；其

次，研究者自身也曾參與研究倫理相關研習；再者，所有研究對象均以志

願性參與為原則，並沒有以強迫的方式要求參與；最後，就語意不清之處，

在訪談稿完成後，也再請參與者確認文稿之適切性，並進行修正。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 學校行政霸凌對被霸凌者和組織影響之分析討論（路

徑 A、B）
以下的訪談文本分析，即對學校行政霸凌對於被霸凌者和組織的影響

推論，提供若干程度的分析佐證。

（一）學校行政霸凌對受害者的身心狀況具有多方的負面影響

霸凌行為對於受害者的生理與心理都會造成傷害，而這種傷害往往是

長時間不易立即發現的過程，同時也絕非只影響到生理或心理單一層面，

無論是否兼任行政人員的受訪者都有相似的看法：

以教學來說，教師被霸凌，等於沒有資源與專業社群的支持，

教書遇到困難無人理他，心裡會徬徨無助，教學效能當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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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績效也就降低⋯⋯。（C0305）

我認同這種觀點，例如早期合作社沒人要當，老鳥都欺負菜

鳥，這種心理壓力是很大的，像我同事要應付備課、班級、

合作社業務等，身體都搞壞了！（L0319）

學校以前一位公費畢業的音樂老師，可能因為年資淺搞不定

學生，發生很多事情，又被同事看笑話，還被行政人員一直

消遣，後來無法適應，應該非常痛苦，感覺沒有當老師的專

業尊嚴，竟然願意賠公費，辦理辭職。（J0312）

以上之訪談文本顯示，霸凌對於受害者身心狀況的衝擊容非立即可

見，但就長期而言，對個體心理徬徨與傷害、身體健康、專業成長等多方

面的負向影響顯無疑義。而在 Lallukka、Rahkonen 和 Lahelma（2011）針

對 7,332 位研究對象所進行的大規模健康調查中，也同樣發現到職場霸凌

確實與睡眠問題存在負相關。

（二）學校行政霸凌對整體組織效能具有多方的負面影響

教育組織效能的產出為永續經營及創造價值的關鍵，惟霸凌行為除了

對個體造成生理與心理的傷害外，對於組織效能的發展更有既深且廣的影

響。參與焦點座談者各自分享其在教育現場的經驗：

為了科展成績，教務主任不合理的片面要求全部自然科老師

都要參賽，結果讓大家感覺很不舒服，也讓許多老師與行

政之間針鋒相對，造成組織衝突，最後成績當然不理想。

（J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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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訪談引文得知，不合理地增加老師負擔，最終將造成組織衝

突，從而整體績效低落；下列實徵文本則可看出，不合理地吹毛求疵、刻

意剝奪老師進修權力，會助長不信任的組織文化滋生。

聽說有校長選擇性地以未完成請假所有手續的理由記老師曠

職，後來老師申訴成功，也因此校長與老師之間的關係很緊

張，校內氣氛很不和諧，彼此都不互相協助。（M0319）

在符合規定的前提下，過去曾有校長要求先接任特定行政工

作，才會於隔年同意老師進修研究所，結果遭斷然拒絕，至

此老師更覺得校長故意刁難，對於學校承辦的全縣活動不斷

抵制，組織氣氛很不好。（L0319）

從科展成績的不理想、校內不互相協助以及抵制活動的結果，可以發

現類似行政霸凌的不合理刁難與要求，導致組織產生衝突與不佳的氣氛，

而組織效能也隨之明顯下降。與之同時，相關文獻既均指出霸凌對組織會

有許多負面影響，主管或應採用正向的領導責任心態，作為預防處理組織

中職場霸凌的策略（Sheehan, 2015）。

（三） 學校行政霸凌受害者的身心狀況在霸凌行為與組織整體表現間
具有中介影響

霸凌行為不只是對於身心狀況存在多方面影響，受害者亦會因為已經

身心俱疲，倦怠而無心工作，以至於直接或間接影響工作投入。

唉！其實我們有女同事剛生產完，一回來就被無故增加許多

工作，反應也沒用，記得沒多久就請育嬰留職停薪，事實是

病假，晚上顧小孩，早天還有上班，身心俱疲，真的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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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得了。（O0319）

我也覺得遇到霸凌時，身心受傷真的會影響工作，比如說音

樂治療有一種「同質原理」⋯⋯，就是強調受傷後不可能馬

上治好，需要長時間慢慢恢復，對工作損害有長久影響，一

定會存在的。（P0319）

說實在話，就有組長曾經被資深老師霸凌，當眾辱罵，幾次

會議也被修理⋯⋯，後來這位同仁也意志消沉，所以那種心

情會無心工作，這是間接無形的傷害！（H0312）

由上可知，受霸凌者的身心狀況對於組織也會有直接或間接的衝擊，

具體包括因為身心俱疲而留職停薪、身心受傷而產生工作損害、遭當眾

辱罵而無心工作。換句話說，在具有霸凌行為的組織中，受害者的生理心

理耗損是損害組織效能的重要中介因素。如同 Trépanier、Fernet 和 Austin
（2013）的研究發現，職場霸凌會對於受害者身心造成傷害，從而影響其

工作投入和表現。

二、 學校行政霸凌者和被霸凌者人格特質調節作用之分析

討論（路徑 C）
就人格特質是否會影響其遭受霸凌時身心的狀況，焦點座談過程均高

度認同人格特質是一項重要的因素，但就霸凌者與被霸凌者人格特質內涵

及影響，則各持不同的看法。

（一）學校行政霸凌行為與霸凌者、受霸凌者不同的人格特質有關

首先於學者專家的座談中，提及霸凌人格特質學理方面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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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的影響一定存在，人格特質量表就有提到神經質，

就是個性很極端、情緒化的人，因為這會導致情緒管理不佳，

容易負向思考，自己遭受霸凌時也會心理壓力大無法調節，

陷入惡性循環，擔任主管也容易呈現霸凌行為。（A0305）

在其他的座談中，則較聚焦於霸凌者與受霸凌者的人格特質，尤其遇

到霸凌者以自我為中心、權力慾望比較重，會造成受害程度加深。

學校教室因為施工要搬遷，總務主任真是超級支配控制狂，

他說了算，別人問一下就立即反擊，不願意好好溝通。聽說

體育班導師為此教室搬來搬去，導師的個性雖然很好，但看

得出來他也相當無奈。（J0312）

此外，受霸凌者如果內向沉默，極度消極順從，也會形成受害更嚴重

的局面，造成心理痛苦。

老師最討厭「壓霸」的主管，像一位女同事個性很悶，比較

沉默寡言，教務主任看人啦！請育嬰假就言語刁難，銷假回

校強迫上非專長課，這種不講理、以自我為中心的人，讓老

師心理很痛苦，無形就累積很多壓力（M0319），⋯⋯這個
例子，我覺得就是習慣上對下指使、權力慾望較重的極端人

格特質，遇到個性內向的人會受害更嚴重。（K0319）

不同的人格與霸凌類別存在關聯性（Farrell, Cioppa, Volk, & Book, 
2014），座談中也發現「人格特質」均與霸凌行為存有某種程度的交互影

響。一般而言，過於極端凸顯的人格特質會與霸凌行為有關，容易造成被



69張文權　陳成宏　范熾文　　　學校行政人員霸凌行為概念模式與影響因素之研究

霸凌者身心的加劇受害，其中可能包括強勢、頤指氣使、支配控制狂、立

即反擊、情緒化、個性內向等。

三、 組織相關因素對學校行政霸凌調節作用之分析討論（路

徑 D）

本研究之各場焦點團體的觀點多元，唯皆認同組織變項在行政霸凌

模式中的部分影響。事實上霸凌已成為當代社會嚴重問題，因為其負面

效應不僅包括受害者和旁觀者，還包括「組織和工作場所」成員的影響

（Misawa, 2015）。受訪者發言內容與組織變項在學校行政霸凌脈絡中的

對應連結，重點整理如下。

（一）組織變項與霸凌行為存在不同程度的關聯

有受訪者提到，教育組織中領導風格、組織文化、工作壓力、組織變

革等變項，可能與霸凌行為有不同程度的交互影響，例如：

組織文化代表基本信念的假定，會產生無形的行為規範，假

設冷漠封閉或開放民主，都會關係到霸凌行為產生，相對霸

凌也會讓文化更冷漠。（B0305）

領導風格也有差異，只有高關懷，不論高、低倡導，可能比

較不會霸凌或較輕微，但如果是高倡導、低關懷，可能就會

有嚴重霸凌。（H0312）

此外，座談與會人員認為，組織變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工作壓

力與角色壓力相近，都和不合理的加重負荷有關，此些議題（變項）皆無

法與霸凌行為的關係截然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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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變革也會影響霸凌，因為資源重分配，威脅即得利益者，

聽聞有學校為了校舍改建前的社團教室，人緣不好的指導老

師被嚴重孤立。（F0312）

我覺得工作及角色壓力真的會影響霸凌，而且概念相近，例

如教育處有科長因為某件工作涉及司法訴訟，同時議員也不

斷關切他在這件工作的角色立場，科長壓力很大，後來科長

就推給一位新進科員處理所有相關業務，這很明顯是不合理

的加重負荷。（O0319）

是以，霸凌行為除了受個人特質因素影響以外，組織變項也會與霸凌

行為有著不同程度的相互影響，而 Ramsay、Troth 和 Branch（2011）亦指

出正向的社會規範不易產生霸凌，倘若團體內或團體間充斥負向的規範，

霸凌將更有可能發生。

（二）組織變項與被霸凌者的身心受害程度有關

心理資本與社會支持的有無是職場霸凌發生與否的關鍵因素，與個人

健康有顯著的關係（Cassidy, McLaughlin, & McDowell, 2014），可知領導、

工作壓力、變革等組織變項，會因不同情形讓受害程度加深。例如：

在民主化時代，行政領導風格應該要尊重為重心，我曾聽說

有位主任的領導風格很獨裁，講話不客氣，排課、比賽、借

用教室都很強硬，有老師向他借鑰匙，只因為這位老師平日

教學問題較多，教務主任竟然用丟的給他，真是很誇張，其

實老師心理都頗為不滿，也都有陰影。（E0305）

上述實徵引言約略得知，獨裁的領導風格、公開冒犯的行為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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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形成教師心理揮之不去的陰影。此外，校長領導如果不能公平分配，

不合理的增加工作負荷，也會讓工作及角色壓力倍增而導致失眠等負面影

響。例如：

校長因為沒有主見，教導主任說了算，常常在全縣承辦許多

活動，而這些額外工作的人力調整，都找代理老師協助，他

們的角色不敢拒絕，同時也因為還要準備教甄、上課等工作，

角色與工作壓力不斷增加，有老師就說晚上常常睡不著覺。

（L0319）

面對組織變革時，如果缺乏相互的鼓勵支持，充滿冷漠的組織文化也

會容許霸凌行為，並進而成為身心不適的導火線。

學校的文化氣氛真的會容許霸凌的發生，彼此沒有關心支持，

讓受霸凌的人更加痛苦，例如學校假日實施補救教學，教務

處就要求各領域年紀輕的老師一直來上課，同領域的老師也

無人聲援，這其實就是冷漠文化縱容霸凌⋯⋯，當然還有類

似的事情，後來聽說他因此食慾不振而就醫。（P0319）

再就組織變革來說，也有可能是因為新的業務調整後適應不良，導致

心中苦悶與倦怠。

像聽說有學校新設立藝術才能組，與原先學務處藝術教育部

分業務重疊，應該要有明確分工，結果調整後學務處工作不

減反增，還是資淺老師在做，後來也造成老師心中十分苦悶，

甚至因為倦怠而離職。（K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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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知，組織變項彼此具有相關性，校長領導關係到工作壓力、

而組織變革也與組織文化有所關聯，均有可能產生共同的影響，此外組

織變項在霸凌與身心狀況之間也具有調節的作用，獨裁的領導風格、不

合理的增加工作負荷、冷漠的組織文化、不公平的組織變革，讓霸凌愈

容易發生，並形成失眠、食慾不振、倦怠等狀況發生。此即如 Baron 和

Kenny（1986）指出，調節變項是第三組變項，功能在於探討另一個團

體對於依變項的影響。

四、學校行政人員霸凌行為模式整體適切性之探討

根據焦點團體座談結果，整體模式的內涵完整周延，且適切符合學校

教育情境的實際脈絡，成員一致認為整體模式架構仍可維持即有的形式，

但針對層面內涵以及層面關係，應予以微幅修改或補充，所以將模式修正

如圖 2 所示。

（一）層面內涵之修改補充

此部分主要就內容不清楚的地方加以修改，本研究參考委員意見，在

背景變項增加「區位」，因為都市與偏遠地區，家長期望不同，且應該與

組織變革、工作壓力、霸凌行為都有關聯性；「教育程度」修改為「學歷」，

以求統一性；而「工作壓力」與「角色壓力」合併為「工作壓力」，成員

表示無法明確理解其區隔，在工作場所就是扮演某一種角色；最後在「組

織變項」中均加上「學校」，使其更容易理解並符合學校教育組織的情境。

（二）層面關係之修改補充

此部分針對層面關係進行補充，委員認為在所有調節變項中均屬於社

會學變項，以量化研究變項的觀點，均存在部分相關，因此在調節變項之

間以「雙箭頭」代表其部分的關聯性，同時委員也建議調節變項已隱含「個

體、團體與組織」系統性觀點，宜備註與組織變項之關聯，因此也加註用

語說明並調整變項順序，此觀點與 Cassidy 等人（2014）及 Ramsay 等人

（2011）論述相近，探究霸凌需關注個體、團體與組織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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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綜合研究結果，先提出結論，以及實際教育情境中的應用啟示，

最後提出未來研究的建議，分述如下。

一、結論

（一） 學校行政霸凌概念多元，分別對被霸凌者身心狀況與組織整體
效能有直接影響，次者在前者和後者之間具有中介影響

1.	學校行政霸凌概念多元且相互影響
依研究發現，教育行政霸凌的議題既敏感且複雜，牽扯層面既多元又

圖 2　學校行政人員霸凌行為的概念整合模式（修改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註： 路徑 A　　 路徑 B　　 路徑 C　　 路徑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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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可以說涵蓋了教育行政、教育領導、組織行為、組織文化、組織心

理與職場霸凌等理論範疇，觸及到個體、團體和組織等情境面向，同時，

學校行政霸凌的因果關係和發展路徑雙向堆疊，其間的中介與調節變項

不僅各司其職而且隱藏相互影響，也因此其絕非單一的行政或領導失控現

象，必須以橫切縱剖、綜合掃瞄的途徑來處理變項間的潛在結構和關係。

2.	學校行政領導者應關注被霸凌者的身心狀況，提升正向心理資本
依研究發現，學校行政霸凌不只直接影響被霸凌者的身心狀況及組織

整體效能，身心狀況更會加劇組織效能的衝擊。如以學校來說，校長即應

該理解身心狀況位居霸凌負面影響的重要變項，就其實際作法，一方面可

營造民主、公平、友善、正向的校園文化，另外也應該要積極辦理增能研

習、體育團康等活動，建立學業樂觀、降低情緒勞務，提升教師正向心理

資本。

（二） 霸凌者與被霸凌者的人格特質、教育組織變革、教育工作壓力、
教育組織文化以及教育領導風格等六個變項，在因果變項之間
具有調節作用

1.	學校行政領導者需具有行政倫理的人格特質
學校行政領導者必須強調教育行政人員倫理。大致而言，教育行政倫

理乃指教育行政人員在執行專業過程中待人處事所應遵守的規範（謝文

全，2015）。同時，教育行政倫理觀不僅與行政人員的外在客觀表現有

關，也和其內在主觀意識相連結，教育行政倫理不只是一種原則、規範，

亦是一種知覺、態度（馮丰儀、林松柏，2009）。由於學校行政霸凌被假

定與霸凌者人格特質相關，因此學校行政領導者除了外在硬性的反霸凌政

策立場宣示，亦需兼顧內在軟性的行政倫理涵養修練，或許唯有學校行政

人員倫理知覺態度的主動覺醒，才是杜絕學校行政霸凌之可長可久的根本

之計。

2.	學校行政領導者需注意被害者的人格特質影響
根據研究發現，不同被害者的人格特質，也是造成霸凌行為的調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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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具體而言，受霸凌者如果內向沉默、極度消極順從、逆來順受，極有

可能造成受害情形更劇，後續負面影響無法想像。因此，學校行政領導者

首先應關注組織成員是否具有此相似性格，給予關懷與留意，同時也應藉

由制度設計、政策引導、同儕互助，營造尊重、公開的正向文化，建立公

開發聲的管道，保障基本人權。

3.	學校行政領導者應留心組織變革的不良影響
學校行政領導者對於組織變革的負面衝擊不可小覷。在引領學校變革

的過程中，有心人士可能依附改革之大纛，口頭上為組織犧牲奉獻，私底

下卻亟思一手遮天，拉幫結派、排除異己以遂其個人私利算計；而倘若有

不願合流屈服致擋其路者，極可能遭其以組織變革為理由，或以破壞組織

團結為藉口，以權力優勢進行霸凌報復。據此，領導者對於此種「趁火打

劫」、「上下其手」或「公報私仇」的組織變革後遺症的霸凌情形，自得

多加關注且全力防堵。

4.	學校行政領導者需激勵與關懷以調節工作壓力
學校行政領導者要能深黯激勵與關懷領導途徑。激勵員工可以強化其

組織認同、加強其工作投入、凝聚其團體精神，乃至於提升整體員工的

工作士氣；關懷員工能夠提供其持續的社會性支持、抒解其工作壓力和

鬱悶情緒、重視任務分配與適度工作負荷、減緩其工作倦怠和工作挫敗

（frustration）（張潤書，2009）。質言之，學校行政領導者的激勵與關

懷並行，有助於適時調節壓力來源，合理釐清教職員角色定位與工作分

際，如此一來，隨著工作及角色壓力負面效應的削弱，可望減低行政霸凌

發生的機率。

5.	學校行政領導者應營造公平正義及零容忍的組織文化
學校行政領導者對於組織文化必須正向型塑、因勢利導。組織文化猶

如一刀之兩刃，或如水之一以載舟一以覆舟，既可防杜亦可縱容行政霸

凌。組織內的霸凌容忍文化因此需要革新、鄭重宣示，藉由公開支持「零

容忍」（zero tolerance）政策，以身作則、決意相挺，除可對於行政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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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警示嚇阻，亦能鼓勵路見不平者挺身而出，進一步營造正義、公平、安

全的工作環境和組織氣氛。

6.	學校行政領導者應具民主式的領導風格並建立信任關係
學校行政霸凌雖非單純行政或領導問題，無疑還是與行政領導者本身

大有關係。以學校為例，校長過於權威或獨裁的領導，易因無人敢於忠言

提醒而流於一意孤行，或者以生產成果為中心、只講效率輕忽人性，進而

誤用或濫用權力釀成行政霸凌。校長的領導風格必得著重建立成員間的信

任關係，民主式的領導強調資訊分享、決策參與、共創願景，因此有助於

真誠溝通、相互交心、追求雙贏，從而下情上達、上令下行、漸次化解行

政霸凌於無形。

二、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文獻擴及不同領域，並經由三場焦點團體座談佐證分析及討

論，綜觀文獻探討範圍、理論的交互對應及質性探究的歷程，已合理建構

概念模式，可作為未來實徵分析的基礎，換言之，中介變項、調節變項相

關概念，仍可待量化研究檢證。同時，由於學校行政霸凌議題的高度敏感，

如何說服與取信研究參與者，以獲致足夠規模且可靠的研究樣本，也是後

續實證研究的課題。再來，除了以橫切（cross-sectional）途徑發展合適的

學校行政霸凌量表加以支持本研究的概念模式之外，縱剖（longitudinal）
的貫時質性個案研究（case study）當有助於對學校行政人員的霸凌行為做

進一步的深層瞭解。另外，除了霸凌者與被霸凌者以外，其他未被霸凌者

在學校行政霸凌的整體運作機制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其與霸凌者與被

霸凌者的互動為何？其所發揮的影響效果有多大？相信亦頗值得在後續研

究中一併探討。最後，本研究聚焦於領導者或具行政影響力之同事，所產

生的霸凌行為，除此之外，未兼行政職或未具行政影響力之同事是否也有

可能產生霸凌行為，諸如向上霸凌（upwards bullying），也可作為探究的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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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views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and 

uses thre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o develop an integrated conceptual 
mode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bullying behavior. The interview 
panel consists of experts, administrators and non-administrators, and 
discussed the issue from a pluralistic and balanced perspective.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bullying has a direct 
effect on the target’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as well 
as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we also establish correl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Secondly, both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bullies and bullied,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education work pressures,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s 
well as education leadership style had a moderating effect on antece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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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nsequences.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bullying 
and offers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leadership.

Keywords: school administration, bullying behaviors, focus group interview


